
 
 

The Alliance Lift：对约翰-阿恩·勒廷根
博士的访谈 
本翻译由 ChatGPT 协助生成，可能包含错误；并非正式或权威版本。 

 

The Alliance Lift 是一个系列，聚焦于那些正在塑造全球各地卫生系统的联盟校友与

合作伙伴的经历与贡献。本期访谈我们见到的是约翰-阿恩·勒廷根博士（Dr. John-

Arne Røttingen）一位挪威医生、卫生研究人员和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者，他的职业

生涯横跨科学、政策与服务实施。 

 

约翰-阿恩现任 威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首席执行官。他曾担任挪威全球

卫生大使，以及挪威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作为联盟的长期朋友——并在 2011 至 

2015 年间担任联盟董事会主席——他帮助引导了埃博拉疫情期间的疫苗试验，在创

建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CEPI

）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倡导研究、政策与实践的深度结合。 

 

我们请约翰-阿恩分享了塑造其卫生政策与系统研究方法的思想与经历，他对在援助缩

减和地缘政治变化中如何维护成果的看法，以及他对全球卫生体系如何更好地服务各

国的思考——从投资研究能力，到优先考虑全球公共产品与公平。 

 

https://ahpsr.who.int/resources/teaching-and-training-material/the-alliance-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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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过去的经验 

 

问： 许多人了解您在传染病和科研方面的丰富经验——例如在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

情后主持疫苗试验。但能否请您谈谈您在卫生政策与系统研究方面的历程？是什么激

发了您对这一领域的兴趣？ 

 

我起初学习医学时，对分子生物学非常感兴趣，想要理解疾病的成因以及人体的运作

机制。但我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与其他学生和教授共同

创立了一个名为 Patient Earth 的学习小组，结合了全球卫生与行星健康的主题。 

 

这种结合的兴趣一直伴随我。博士毕业后，我转向传染病流行病学与全球卫生，在那

里我看到了生物学、流行病学与政策制定之间的交汇点。 

 

当我在完成学业后回到挪威时，我记得曾与外交部的一位国务秘书交谈。我挑衅性地

问他：为什么在投入数百万资金用于全球卫生的情况下，挪威却没有更多利用国内的

研究基础和学术专长？这一问题促使我在 2000 年代初被邀请加入联盟董事会。 

 

问： 您与联盟已合作近 20 年。2011 年，您成为董事会主席。您认为在您的任期内

有哪些亮点？联盟作出了哪些贡献？ 

 

我想到几个亮点。那段时间我们加倍推进了研究综合与系统综述——既整合地方相关

证据，也整合全球证据，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 

 

我们推动了系统思维工作，认识到政策制定并非线性过程。理解卫生系统的复杂性和

各种杠杆（或称“控制旋钮”）至关重要。 

 

我们还提出了将学习融入卫生系统的理念，也就是所谓的“学习型卫生系统”。这些

系统具备内置能力，可以评估绩效，从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并持续改进。这一工

作结合了实施科学、操作研究与卫生政策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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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您现在是威康信托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该机构通常被认为更多是生物医学研

究的资助方，尽管它也支持过联盟。您如何看待卫生政策与系统研究在威康信托工作

中的作用？ 

 

确实，威康的大部分资助都投向了生物医学研究，我们也将继续支持这一领域。但威

康同样一直是健康相关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要资助方。 

 

除了与生命、健康和福祉相关的探索性研究外，我们现在重点关注三个挑战领域：传

染病、心理健康以及气候与健康。在这三个领域，仅靠新技术是不够的。必须要大规

模实施，通过系统提供，并惠及大众。这就是威康的愿景：改善所有人的健康。 

 

要实现这一点，循证政策和系统强化至关重要。卫生政策与系统研究是一种应用方法

，使我们能够把科学、社会与实践实施联系起来。 

 

活在当下 

 

问： 如今的全球卫生似乎进入了一个与几年前截然不同的时代。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完全同意。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经历了许多人称之为全球卫生的“黄金时代”。资

源充足，成果显著，尤其是在千年发展目标方面。 

 

新冠疫情也展示了可能实现的成就。我们在创纪录的时间内研发了新疫苗。但获取却

极不均衡，证明了虽然科学成功了，但我们的全球卫生体系却未能成功。 

 

现在我们面临经济压力、冲突和援助预算下降。问题在于，援助带来了成果，但并不

总能在各国建立持久的卫生服务能力。如今我们必须聚焦于卫生主权——加强初级卫

生保健、地方系统和自力更生。 

 

问： 援助流量正在急剧下降。有分析显示，全球卫生融资可能回到 2009 年的水平，

各国可用资源回到 2018 年的水平，这将影响各类项目与服务。这对全球卫生意味着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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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尚不清楚全部影响，但后果已经在全球显现。艾滋病治疗项目被中断，疟疾防治

工作失去支持，卫生人员不再领取薪水并另谋职业。模型预测，仅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的削减就可能在 2030 年前导致 1400 万额外死亡。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有政治意愿承担更多卫生服务责任。例如，尼日利亚的卫生部长

和财政部长希望以当前成本的 40% 接管艾滋病项目。这种雄心值得称赞。但过渡必

须是分阶段的——不可能在六个月内完成，至少需要五年。 

 

问： 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领域是对研究体系本身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您

怎么看？ 

 

每个国家都需要研究能力来改进卫生系统与健康结果。数十年来，这方面的资金大多

来自外部援助。现在，作为自力更生议程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必须投资高等教育机构

、国家研究中心和系统能力。 

 

这不仅仅关乎政策与系统研究。各国还需要生物医学研究来支持本地制药生产和卫生

技术制造。疫情过后，许多政府迫切希望建立这样的能力。 

 

面向未来 

问： 联盟与您及其他合著者共同在《自然医学》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讨论在这一新时

期全球卫生体系的职能。主要信息是什么？ 

 

文章提出了重大问题——其实质上是卫生政策与系统研究的问题。我们问：未来全球

卫生体系必须履行哪些核心职能？ 

 

首先，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援助必须集中于最需要的国家。其次，在脆弱和人道主

义环境中，外部支持仍然不可或缺。 

 

第三，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全球公共产品——研发、新技术、制定规范和指南、系统综

述以及全球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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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必须为跨境卫生威胁做好准备。流行病和大流行需要全球范围的集体行动

。体系的强度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 

 

问： 改革迫在眉睫，但实现却十分困难。威康信托基金会在推动这一讨论方面做了哪

些工作？ 

 

我们认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全球卫生体系对科学产生影响并惠及所有人至关重要。因

此，我们委托开展了五项区域性分析，并推动由地区参与者主导的对话，以制定改革

方案。 

 

我们借鉴了《卢萨卡议程》，其号召“一个国家，一个计划，一个预算”。疫情证明

了协调的力量。现在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把改革嵌入体系，放大各国的声音，并确保

更强有力的治理。 

 

问： 至于研究本身呢？威康会继续支持不同收入国家的研究吗？您如何看待全球责任

与国家责任之间的平衡？ 

 

研究是一项全球事业。我们在高收入、中等收入以及部分低收入国家提供资助。例如

，在马拉维，我们支持布兰太尔的一个大型研究中心，该中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并

与政府紧密合作。 

 

我们的目标是，研究资金不仅要产生知识，还要在当地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强能力。这

意味着与政府和地方机构合作，使今天的投资能够建立明日的卫生研究体系。 

 

问： 您对未来乐观吗？全球卫生体系能适应吗？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总是看到“半杯水”的一面。这是艰难的时期，但机遇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大。如果我们能把资源、人才和重点对准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就能取得巨大

进展。 

 

目前有 45 亿人无法获得基本的初级保健服务。这是不可接受的。这表明，如果我们

想改善全球健康，就必须把努力聚焦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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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最后，您想对当下从事卫生政策与系统研究的人们传达什么信息？ 

 

保持承诺。保持乐观。并专注于与当地同事和伙伴合作，分享你的见解与研究，通过

循证的解决方案与政策改善健康。 


